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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资源配置模式,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成为深度链

接全球的全球城市“洗牌”的重要变量。 “产业—公司—城市”分析框架下,基于数字经济 100 强跨国企业在全

球主要城市的分支机构布局信息,构建嵌套网络来探究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全球城市网络格局和中国城市的网

络竞争力。 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正在改变城市网络格局:老牌全球城市的领跑者优势减弱,一些新兴城市

弯道超车,城市网络竞争力此消彼长。 (2)数字经济网络中,旧金山和东京兼具高吸引力和高控制力;亚洲的

新兴城市属于典型的“吸引型城市”;而欧美的一些全球城市则是典型的“决策型城市”。 (3)对比传统城市网

络,数字经济背景下,东京、伦敦、北京等城市仍然具有强大而稳定的竞争力;新兴城市强势崛起,但主要分布

在欧美;部分老牌城市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落伍。 (4)中国城市网络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数字经济 100

强城市数量超过美国,排名第一;杭州等城市逆袭;但上海、广州等城市表现则与中国整体数字经济竞争力不

相匹配。 (5)伦敦、纽约和旧金山是重要的全球枢纽型城市,而上海、东京和孟买等仍是国内循环枢纽型城市。

因此,中国城市提升数字经济网络竞争力需要建生态、转思维、提能级、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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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已被视作经

济增长的“新引擎”,正成为影响国家和城市发展战

略的关键变量。 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

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

擎,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打造竞争新优势、重塑国际新

格局有着重要意义[1]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

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近年来,数字中国强势崛起,中国有全球超

大规模市场,覆盖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以规模经

济为特征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商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应

用场景和消费大市场支持,也延展了城市间便捷高

效的物理与数字空间网络联系。

数字经济已成为影响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数字经济发展必将重塑城市网络格局。 我国主

要城市的政府部门已经关注到数字经济对城市格局

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2021 年以来,上海、北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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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和杭州等城市纷纷出台了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的相关政策文件,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在新时代背

景下对城市转型发展和能级提升的战略作用。 《上

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 规划》 指

出,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与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紧密衔接[2] 。 数字经济背景

下,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网络建立的软联系产生新

的集聚与分化,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

全球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数字经济发

展必将对全球城市网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城

市与世界城市概念联系紧密,都是全球化的空间载

体,内涵差异不大[3] 。 有些学者直接用“全球 / 世界”

城市表述[4] 。 萨森阐述的全球城市概念被广泛认

可,描述了全球城市的四大特征:全球城市是世界经

济控制中心;有区别于一般城市的金融和专业服务

业;强调拥有创新生产的主导产业;具有独特的空

间、内部动力和社会结构。 萨森提出全球城市竞争

力主要体现在是“全球服务中心”以及跨国公司总部

集聚起到的战略协调和控制功能[5] 。 但“政治、经济

和技术框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种等级制度中的

位置。

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和全

球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为企业控制

和协调遥远的生产网络和日益复杂的商业交易提供

了手段。 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变革以及产业布局

调整,自然会影响城市的发展与兴衰,城市空间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6] 。 全球城市是最先进的电信技术的

集中地,从而成为全球信息和数据生产、传输、消费

的重要中心[5] 。 因此,全球城市在先进电信网络中

居于主导地位,是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中心[6] 。 信

息技术对城市影响最具争议性的讨论是关于“地理

学的终结” 和“距离之死”,认为由于信息传输超越

物理边界,数字化减少对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依赖与

束缚[7] ,从而驱动城市会趋于分散,甚至消亡[8] 。 数

字通信的空间配置网络拓扑结构研究表明,数字经

济背景下城市的确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但中心城市

的重要性丝毫未减[9] ,少数全球城市已成为全球数

据通信网络的中心节点[10-11] 。 但很遗憾,关于信息

技术在地理上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影响的研究仍然十

分匮乏[9] 。 关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如何推动现代

城市的功能地位和空间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系统

分析却相对较少[12] 。

作为信息交流系统中促进全球控制和管理的节

点,环环相扣的全球性服务的跨国公司网络将全球

经济概念化为城市间网络。 城市网络被认为是由功

能上互补或协同的城市之间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和关

系状态[13] ,而城市之间联系的建立源于企业特别是

跨国公司之间的密切经济互动和知识转移,因此,基

于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布构建的嵌套网络模型成为研

究城市网络的经典范式[14-16] ,在国内外城市网络研

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7] 。 国内学者有研究基于互联

网的城市网络结构[18] ,以及基于企业数字技术合作

构建的中国城市网络,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空间

格局[13] 。 不同经济规模的城市展现出新的空间分布

特征及发展趋势,甚至突破传统等级体系实现跳跃

性增长[19] 。

虽然现有研究肯定了信息通讯、互联网以及数

字技术对促进城市网络形成以及城市网络节点位置

变化起到的重要作用。 但却鲜有研究基于数字经济

跨国公司作为“城市网络制造者” [20] 而构建和刻画

的全球城市数字经济网络格局,鲜有将中国城市放

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加以刻画和描述其数字经济网络

竞争力的研究。 事实上,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

的资源配置、布局、机构分布和功能发生深度调整,

基于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构建的城市网络必然表现出

与传统城市网络的显著差异,全球城市的地位与联

系能级也必然发生显著变化。 基于此,本文利用邓

白氏数据库获取数字经济跨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布局

信息,将跨国公司上下级机构之间的组织联系映射

为城市之间的有向连接关系,构建数字经济城市连

通性网络,深度剖析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网络格局和

竞争力的影响。

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基于“产

业—公司—城市(国家)”三位一体分析框架,研究数

·311·



字经济如何改变全球城市网络格局和城市网络竞争

力,拓展了基于数据和信息流动软联系所刻画的城

市网络研究。 第二,基于数字经济跨国公司空间组

织体系构建的全球城市网络来探究数字经济如何重

塑全球城市等级制度,以微见著,解读数字经济对城

市网络格局的影响。 第三,基于嵌套网络模型,通过

更广泛的企业联系大样本数据库建立城市网络,不

仅囊括了企业家族树的“动脉主干”,同时也关注了

“毛细血管”,使得结论更客观。 第四,中国作为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崛起的力量,是仅次于美国的数

字经济发展大国,数字经济网络百强城市数量也超

越美国排名第一。 但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形

成明显的差序格局,放在全球城市网络宏大视野下

探讨这种差异化影响,为数字经济背景下,进一步提

升中国城市的网络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依据和

建议。

1　 基于“产业—公司—城市”框架下数字经济

与城市网络竞争力的互动逻辑机理

数字经济及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成为深度链接全

球的国际大都市“洗牌”的重要变量,成为当前及未

来重塑全球城市网络格局,改变其全球资源配置能

级的核心驱动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

资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创新深刻

改变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资源配置模式,数

字经济类跨国公司重要性和影响上升。 全球城市凭

借知识集聚程度高、基础设施发展完备、网络平台中

心节点等特点吸引数字经济企业入驻,尤其吸引大

型跨国企业设立重要节点机构,促进当地总部经济

的发展,带动自身数字化转型。 全球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又会放大原有的服务经济、网络资源集聚和辐

射、资源配置等功能,进一步强化和提升自身的数字

经济网络竞争力、吸引力和辐射力。 具体的互动逻

辑机理如图 1 所示。

1. 1　 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要素流动、跨国公司

全球配置资源的模式,使得全球城市网络格局加快

演化

数字经济改变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传统空间组织

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要素在城市间流动的时空边界。

而跨国公司是建立城市联系的重要基础,数字经济

和数字技术推动企业更便捷高效建立跨空间的联

系,扩大信息、知识等要素在城市和区域间的流动与

扩散,推动城市联系模式、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和城市

整体空间结构发生动态变化[13,21] ,从而使得互联网

重塑了城市的空间网络格局,深化了互联网企业在

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空间集聚[22] 。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资源配置模式

发生重要变化,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推动新的组织

结构和空间结构安排形成的重要介质[23] 。 数据流、

信息流等传输的重要性提升,企业选址更容易突破

地理空间局限,自由度增强,因此,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下,数字技术框架的变化必然会重塑全球城市的

等级制度。 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为刻画数字经济对

城市网络地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流动的空间

是以新的通讯技术形成的电子网络为基础,连通城

图 1　 基于“产业—公司—城市”框架下数字经济与城市网络竞争力的互动逻辑机理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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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全球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功能所在

地(城市)也就成为网络的关键节点和枢纽,不同节

点和枢纽在网络中的权重差异形成动态演化的网络

层次结构[24] 。

1. 2　 作为隐性知识集聚地吸引数字经济企业

与产业集聚,深化全球城市网络主导地位

基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知识转移建立的城市联

系是缔造城市网络的基础,因此企业特别是跨国公

司是真正的“城市网络制造者” [14,20] 。 以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更

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企业推动了知识、技术在城市间

的联系与扩散,而且强化了这些活动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复杂性和依赖度[25] 。 能够让企业获取可持续竞

争优势的核心知识是难以被获取模仿、高度个体化

的隐性知识,而不是易于编码、系统表述和传输扩散

的显性知识,而大多数隐性知识都是需要在面对面

和“干中学”中交流分享[26] 。 隐性知识的互补性越

强越需要空间接近[27] 。

信息化社会中心城市的本质是对信息和知识的

空间控制,主要中心节点城市利用其信息技术优势

不断扩大和深化其网络控制地位[6,13] 。 因此,数字

技术虽然能够克服距离问题,但对空间不平等的影

响却存在争议,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背后的隐性知识

更趋于集中在全球城市[28] ,由此产生的引力机制,吸

引数字经济企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从而重塑城市

的经济地理格局[22] 。 此外,为了实现知识和信息的

充分传播交流,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往往会考虑

同行业企业的选址情况[29] 。 而基于信息和数据传输

的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一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属性特

征,要求高水平的相关配套产业的集聚和协同[30] ,因

此,全球城市作为隐性知识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地,吸引数字经济企业集聚,影响并深化全球城市的

网络地位。

1. 3　 全球城市设施完备成为数字网络平台经

济的中心节点

尽管互联网克服了空间交流的地理障碍,但因

为大城市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

强化了吸引和促进新企业在全球城市集聚的需

求[12] 。 互联网高度依赖作为“远程通信” 中心的大

城市的电信基础设施[24] 。 全球城市作为各种生产要

素及其成果的集聚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平

台[9] 。 全球城市发达而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信息

技术,以及人口优势,吸引数字型企业到此组合网络

平台,能够为企业开展新兴业务提供较好基础,便于

提供差异化产品,发展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典型就是以数字化平台企业为核心、

高度依赖于大数据和数字技术、整合多类市场资源

形成的现代化数字平台经济[31] 。 全球城市集聚了主

要的电信运营商、软件服务商、政府等基础层主体;

汇聚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平台层主导企业;提供软件

的开发利用、物流等应用层保障服务;为全球城市汇

聚的海量个人、企业等庞大的用户层提供数字经济

产品和服务,产生跨平台网络效应[32] 。 因此,高度互

联互通的全球城市始终主导着全球数据和数字技术

网络的地理分布,全球城市始终处于平台经济网络

的中心[12] 。

1. 4　 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与跨国公司总部经

济发展良性互动,助力网络竞争力提升

数字经济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运营中心以

及分支机构选址产生重要影响。 数据和数字技术成

为驱动跨国公司对全球采购、生产、销售等做出最优

决策的关键要素。 因此,影响数字经济企业选址的

更多是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治理等新的影响因

素,而传统的区位影响因素如资金、土地、人力等的

决定作用相对下降[33] 。 全球城市作为全球生产网络

和复杂商业交易的管理、控制和协调中心[5] ,作为隐

性知识集聚地,成为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总部和管理

中心的首选地。 企业总部空间集聚将产生累积循环

效应[34-35] ,带动创新、商业和信息等资源的集聚,依

托信息技术“链接”作用,实现大企业带动下城市的

集聚化和规模扩张发展[30] 。

数字经济企业和产业集群在全球城市的高度集

聚,也会倒逼全球城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强化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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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数字网络中的竞争力、吸引力。 城市的数字化

转型由以下四个主要驱动力推动:一是领导和协作,

以智能治理本地数字生态系统;二是数字化人才和

创业者,以加快数字化转型;三是获取数据和技术,

以应用解决当地挑战;四是数字化的关键基础设施

和投资[36] 。 数字经济打破了城市总部分布的原有的

自稳定性。 从而使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发生显著变

化,而全球城市的既有优势将形成空间偏爱,并产生

城市系统的“自增强”效应与“锁定效应”,大量的数

字经济企业总部集中在少数全球城市,由于迁移成

本等原因造成的路径依赖,该产业将被锁定于其所

处地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城市的网络竞争力。

1. 5　 数字经济发展放大了全球城市网络资源

集聚与辐射功能

全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也会加速城市经济活动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过程,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30] 。 数字经济背景下,“距离之死” 并未发生,

事实上,大多数全球城市反而更加充满活力,正在形

成新的网络化的大都市区。 基于面对面传输隐性知

识的重要性,跨国公司更多利用数字经济系统克服

传统地理障碍,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资源,销

售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扩展城市形态和影响力,

从而强化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的特殊和独

特的作用[10] 。 数字经济可以放大全球城市原来具备

的功能,对城市产生协作效应、替代效应、衍生效应

和增强效应四种作用[9] 。

数字经济企业组织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网络化、

扁平化趋势,使得其管理中心和控制中心所在的全

球城市地位明显提升。 数字经济企业总部的大量集

聚使城市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增强,也会推动城市由

部门化向专业化演变[34,37] ,推动城市网络地位提升。

2　 研究设计

2. 1　 数字经济企业分支机构布局与组织结构

差异描述分析

数字经济跨国公司与传统跨国公司在分支机构

布局、组织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数字经济产

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这也为基于

“产业—公司—城市”框架,构建数字经济城市网络

提供了现实依据。 本文选取了跨国公司 500 强企业

中三家不同行业的典型企业作为代表,分别为腾讯

(数字经济企业)、安永(先进生产性服务业 APS)和

本田汽车(传统制造业)。 不难发现,传统跨国企业

有大量底层分支机构,数量和占比都较高,而数字经

济企业底层分支机构数量较少,具有明显的轻资产、

物理网点少的特征,而层级较高的总部、子公司的数

量相对较多(图 2)。

图 2　 三家典型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和各层级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邓白氏数据库绘制。

利用 Gephi 软件绘制的每家企业内部组织机构

间关系网络图也反映了同样的特征(见下页图 3)。

从点与边的关系、点的大小可以看出不同企业层级

关系的差异。 其中,安永几乎所有分支机构沿家族

树向上均可追溯到其全球总部,说明先进生产性服

务业组织结构仍是明显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相

较而言,数字经济企业(腾讯)的组织结构趋向于扁

平化、网络化。

2. 2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福布斯 2019 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确定样本企业名单,基于邓白氏数据库获取样

本企业在全球的分支机构布局信息。 邓白氏( D&B
 

Hoovers)数据库涉及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在全球 500

多个重要城市分布的 100 多万个各层级机构,以及

上下级机构在不同城市间形成的 200 多万条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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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家不同行业的典型企业分支机构内部关系网络图

注:从左到右,分别为腾讯、安永和本田汽车。 图中 GH、DH、S 代表的含义详见图 2 图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联系路径。 最终得到 100 强分支机构数据 58543 条,

涉及 11727 个城市。 数据库信息截至 2022 年 6 月。

2. 3　 城市数字经济网络连通性测度

本文借鉴 TAYLOR 等的研究[14-16] 采用“点中心

度”指标来刻画城市之间网络联系的相对大小,该指

标反映一个城市通过跨国公司与其他城市建立的经

济交流和联系强度。 计算公式如下:

tdegreea = ∑
n

i
∑

m

j
Vaj ·Vij (1)

其中 Vaj 是 j 公司在 a 城市的联系度,V ij 是 j 公

司在 i 城市的联系度,按分支机构层级赋值 1 ~ 5,

其中 Vaj = 5 时,代表跨国公司 j 在节点城市 a 设立

公司的全球总部;跨国公司 j 在节点城市 a 设立国

家总部赋值为 4、拥有分支机构或者子公司的公司

赋值为 3、既没有分支机构也没有子公司的公司赋

值为 2、分支机构赋值为 1。 没有任何分支机构则

赋值为 0。

城市内的企业作为上级机构与下级机构之间形

成的联系的总和, 则为出向点中心度 ( 简称 “ 出

度”),该指标测度了一个城市主动构建网络联系的

能力,其大小刻画了一个城市对外部资源的影响力

和控制力。 公式如下:

outdegreea = ∑
n

i
∑

m

j
θ·Vaj ·Vij (2)

其中,如果跨国公司 j 在城市 a 所设立的机构,

是其在城市 i 所设立机构的上级机构,则 θ = 1,否则

为 0。

城市内的企业作为下级机构与上级机构之间形

成的联系的总和,即为该城市的“入向” 点中心度

(简称“入度”)。 该指标测度某城市通过吸引总部

位于其他城市的跨国公司到该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并因此与其他城市建立网络联系的能力,反映城市

吸纳外部资源的能力。 计算公式如下:

indegreea = ∑
n

i
∑

m

j
λ·Vaj ·Vij (3)

其中,如果跨国公司 j 在城市 a 所设立的机构,

是其在城市 i 所设立机构的下级机构,则 λ = 1,否则

为 0。

为避免数据中的噪声和异常值造成的干扰,本

文采用公式(4)对城市点中心度、入度、出度进行标

准化处理,以提高数据算法的准确性和结果的可

靠性。

degree_std = degree
max(degree)

×100 (4)

3　 全球城市数字经济网络格局和网络竞争力

分析

3. 1　 数字经济城市网络格局与竞争力比较—

点中心度分析

数字经济城市网络出现了与传统强调等级和规

模的城市体系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呈现出纵横交错,

老牌与新兴城市沉浮交替的新格局[13] 。 从全球城市

数字经济网络(点中心度)排名 Top100 城市分布情

况来看,主要集聚在亚洲( 37 个),其次是欧洲( 35

个)和北美洲(22 个)。 从国别来看,主要分布在中

国(17 个)、美国(14 个)和印度(9 个),尤其是中国

超越美国位列第一① 。 具体表现如下: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全球城市网络竞争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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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较传统城市排名,变化比较明显:一是旧金山

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位居第一;老牌全球城市依然

表现抢眼,其中东京位居第二,伦敦位居第三,新加

坡排名第七。 二是欧美一些新兴城市借助数字经济

强势崛起。 典型如荷兰的埃因霍温,排名第 22,主要

因为两家数字经济龙头企业 Philips 和 ASML 在此注

册。 此外,美国奥斯汀排名第 26,知名互联网企业甲

骨文已将总部从硅谷迁至奥斯汀。 三是开曼群岛、

英属维京群岛出现在排名靠前的位置。 主要是因为

这些地区注册手续便利、税率极低且外汇管制相对

宽松,许多数字经济企业选择在此注册,例如阿里巴

巴、腾讯。

图 4　 数字经济城市网络点中心度前 30 名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中国少数城市在数字经济城市网络崛起,但总

体表现未充分体现中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 总体来

看,香港、北京表现优异且稳定,分别位列第四和第

五。 杭州等新兴城市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网络地位跃

升(排名第 16),但上海(排名第 21)、深圳(排名第

60)、广州(排名第 88)等城市的表现未充分体现中

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力。 尤其是上海,相较于

在其他全球城市榜单中的排名,在全球数字经济网

络的表现不尽人意,主要原因是上海缺少层级高的

数字经济龙头企业。 全球数字经济 100 强中,中国

有 14 家企业入围,仅次于美国(38 家),但没有一家

总部在上海的企业上榜。

3. 2　 数字经济城市网络控制力(出度)和吸引

力(入度)比较分析

旧金山和东京表现出最为平衡和稳定的竞争

力,兼具高吸引力和高控制力。 旧金山的出向和入

向中心度均排名第一,说明旧金山集聚和吸引了大

量总部型数字经济企业。 整体来看,旧金山、东京、

阿姆斯特丹和北京等多数全球城市均出度较高,在

全球数字经济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亚洲的新兴城市属于典型的数字经济“吸引型

城市”。 中国只有北京是点出度(排名第 4)远高于

点入度(排名第 8)。 除北京外,上海、深圳、广州都

是入度远高于出度,典型如上海,入度排在第 9,而出

度排名却在第 29 位。 说明由于中国数字经济飞速

发展以及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全球数字经济企

业产生了令人艳羡的吸引力。 新加坡(4,9)、班加罗

尔(6,16) ② 等亚洲城市的入度排名也相对较高,表

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欧美的一些全球城市是典型的数字经济“决策

型城市”。 欧美的一些全球城市则出度排名高于入

度,基于这些城市深厚的科技与信息技术基础,培育

和集聚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数字经济跨国公司

管理总部、决策中心,特别是在数字治理方面,成为

数字经济规则的主导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网

络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入度和出度比较来看,典型

如纽约(16,7)、埃因霍温(30,15)、卢森堡(23,12)、

阿姆斯特丹( 10,3)、达拉斯( 29,18)、都柏林( 22,

17)等(见下页图 5)都是出度排名(后者)高于入度

排名(前者)。

3. 3　 数字经济城市网络格局变化:与 GaWC 全

球城市网络排名比较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 ( GaWC)发布的

城市网络竞争力排名被广泛引用。 但其测度时仅考

虑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而未考虑数字经济

跨国企业在推动知识、信息、人员、资金等要素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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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城市间流动的作用。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如何

重塑城市网络竞争格局,本文对 GaWC 世界城市排

名前 100 的主要城市和数字经济城市网络排名前

100 的城市进行比较(图 6),不难发现:

图 5　 主要全球城市在数字经济网络中的点入度

与点出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图 6　 主要全球城市的 GaWC 排名与数字经济城市

网络排名比较

注:GaWC 排名数据来自《GaWC 世界城市排名 202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数字经济背景下,东京、伦敦、北京等全球城市

依然表现出强大而稳定的网络竞争力。 多数样本城

市同时位列 GaWC 城市网络中心度排名前 100 与数

字经济城市网络前 100,且两者排名变化不大。 表现

出一贯稳定竞争力的全球城市主要有北京、东京、新

加坡、伦敦、洛杉矶、马德里等。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当下的城市网络竞争格局:

一些新兴城市实现弯道超车。 一些新兴城市凭借数

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集聚的高能级数字经济跨国

公司,有效提升了其在全球数字经济网络中的地位,

相比传统城市等级,实现弯道超车。 但仍以欧美的

新兴城市为主,典型如旧金山,从 GaWC 排名第 37

跃升到数字经济网络第 1 名,网络竞争力大幅提升

了 36 位;类似排名跃迁的还有奥斯汀( +115)、大阪

( +89)、温哥华( +40)、达拉斯( +28)、卢森堡( +25)。

比较而言,数字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逆袭的新兴

城市相对较少,表现比较抢眼的有智利的圣地亚哥

( +93)、中国的杭州( + 74)、印度班加罗尔( + 39)。

此外,开曼群岛、埃因霍温等在原有全球城市竞争格

局中没有特色的城市,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显示出

极强的竞争力。

部分老牌全球城市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在

数字经济发展洪流中落伍。 相比传统全球城市等级

排序,在全球数字经济网络竞争力下降明显的城市

主要是两类:一是老牌全球城市如布鲁塞尔( -82),

苏黎世( -57)、法兰克福( -33)、米兰( -27)。 二是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数字经济网络中明显落

伍,典型如迪拜 ( - 307 )、 吉隆坡 ( - 67 )、 雅加达

( -45)、华沙 ( - 41)、 莫斯科 ( - 40 )、 伊斯坦布尔

( -40)等。

3. 4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网络竞争力变化:与

GaWC 排名比较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总体进入数字

经济网络 100 强城市数量超过美国,排名第一,借助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城市网络竞争力大幅提

升。 典型如稳居前列表现出强大竞争力的北京,弯

道超车的南京、杭州、武汉、西安、青岛、苏州、合肥和

福州。 但因为缺少层级高的数字经济 100 强跨国公

司总部和管理决策中心,使得中国几个主要全球城

市在全球数字经济网络中的竞争力落后于传统城市

竞争力表现,典型如上海、广州、中国台北、天津、沈

阳、厦门等城市(见下页图 7)。

3. 5　 全球数字经济网络首位连接城市与国内

国际双循环城市分析

数字经济改变了城市的联系方式,进一步探讨

数字经济背景下,主要的全球城市的首位连接城市

情况。 “首位双向连接城市”,即与该城市在出向和

入向两个方向的总联系最紧密的对象城市。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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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城市 GaWC 排名与城市数字经济网络排名比较

注:GaWC 排名数据来自《GaWC 世界城市排名 202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出向连接城市”,反映的是位于该城市的跨国公司对

外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城市。 反

之“首位入向连接城市”反映的是该城市的最大投资

来源地城市或者控制权来源地城市。 根据全球城市

的首位连接城市情况,可将样本城市分为全球枢纽

型城市和国内循环枢纽型城市。 其中,前者是作为

众多国内外全球城市的首位连接城市的城市,后者

则是作为许多国内全球城市的首位连接城市的城市

(图 8)。

分析发现:第一,从数量上看,伦敦、旧金山和上

海是主要首位连接城市,相对其他城市优势明显。

第二,伦敦、纽约和旧金山是三个重要的全球枢纽型

城市,形成了以“伦敦—纽约—旧金山”为核心的欧

美数字经济联系城市群。 其中,伦敦是卢森堡、都柏

林、阿姆斯特丹等欧盟城市的数字经济联系最为紧

密的首位城市。 旧金山是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

发展高地,辐射至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洛杉矶和休

斯顿等城市。 第三,多数全球城市的数字经济联系

仍局限在国内,为国内循环枢纽型城市。 例如,悉

尼、上海、东京和孟买。

从全球主要城市的首位出向连接来看,伦敦、洛

杉矶、旧金山、上海等是多个全球主要城市的首位出

向连接城市,从首位入向连接来看,伦敦、旧金山是

都柏林、卢森堡、阿姆斯特丹、洛杉矶和纽约等众多

全球城市的首位入向连接城市,具有强大的数字经

济网络竞争力。

4　 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

资源配置模式,尤其是数字知识和技术在全球的溢

出与扩散,决定了不同城市网络地位的崛起与没落。

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成为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

“洗牌”的重要变量。 数字经济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表

现出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征,趋向于扁平化、网络

化,为基于其构建全球城市网络提供了现实依据。

本文利用邓白氏数据库获取数字经济 100 强跨国企

业在全球主要城市的分支机构布局信息,构建嵌套

网络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全球城市网络格

局和中国城市的网络竞争力。

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点中心度测度的数字经

济城市网络呈现出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截然不同的

图 8　 基于数字经济的全球主要城市的首位连接城市示意图

注:图中箭头所指城市为箭头发出城市的“首位连接城市”,深灰色代表是多个城市的首位链接城市。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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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征:原先的老牌全球城市作为领跑者的优势在

逐渐减弱,后起的新兴城市凭借数字经济在城市网

络中弯道超车,城市网络竞争力此消彼长。 (2)数字

经济城市网络控制力(出度)和吸引力(入度) 比较

来看,旧金山和东京表现出最为平衡和稳定的竞争

力,兼具高吸引力和高控制力;亚洲的新兴城市属于

典型的数字经济“吸引型城市”;欧美的一些全球城

市则是典型的数字经济“决策型城市”。 (3)主要全

球城市在传统城市网络( GaWC 排名)和数字经济网

络排名比较来看:数字经济背景下,东京、伦敦、北京

等全球城市依然表现出强大而稳定的网络竞争力;

一些新兴城市实现弯道超车,但仍以欧美的新兴城

市为主,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逆袭的新兴城市相对

较少。 部分老牌全球城市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

则在数字经济发展大潮中落伍。 (4)数字经济背景

下,中国城市网络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拥有的

数字经济网络 100 强城市数量超过美国,排名第一。

杭州等城市网络竞争力大幅提升。 但因为缺少层级

高的数字经济跨国公司总部、管理和决策中心,使得

上海、广州、中国台北等表现落后于传统城市竞争

力。 (5)从全球数字经济网络首位连接城市来看,伦

敦、旧金山和上海是主要首位连接城市;伦敦、纽约

和旧金山是重要的全球枢纽型城市,形成了以“伦

敦—纽约—旧金山”为核心的全球数字经济联系城

市群。 上海、东京和孟买等多数全球城市仍是国内

循环枢纽型城市。

基于本文的研究,对中国城市提升数字经济网

络竞争力建议如下:(1)建生态:数字技术、数字基础

设施、数据安全与治理等在数字型总部企业区位选

择中日益重要。 因此,需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打造

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加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

的投入和建设,提升政府数字治理水平,优化数字经

济发展的软环境。 (2)转思维:数字经济企业在提升

网络竞争力中发挥提纲挈领作用。 国内城市要转变

思维,注重引进和培育在网络构建中发挥指挥中心

和控制中心的数字总部企业。 从源头培育和发展本

土数字经济领军企业。 (3)提能级:重视推动数字经

济企业能级、功能提升。 现阶段应将关注的重点放

在数字经济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功能提升。 完善数字

型企业认定标准,发挥数字技术在城市和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统一

大市场优势,赋能城市网络竞争力提升。 ( 4) 调措

施:需要扫除吸引和培育数字总部型跨国企业的体

制障碍,尤其是要在增强跨境数字传输与流动上进

行制度创新。 上海等全球城市可在自贸区先行先试

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数据流动、传

输、交易等相关法规。

注释:

①因篇幅限制,表格数据未在文中列出。

②括号中的数字前者为入度排名,后者为出度排名,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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